
社区意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
——基于天津市H和Y社区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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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国家对于社会治理的空前重视以及构筑宏观治理体系的背景下，社区治理成为一个时兴

而现实的议题。目前学界对于社区研究，尤其是社区建设的研究，呈现出“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从宏观

探讨到微观关怀”的总体趋势，而对于社区意识的研究恰好就体现了这一趋势的吁求，因为其旨趣在于探讨

社区主体，尤其是作为社区主人的居民在社区情感认同、社区参与状况、社区满意度、社区信任与奉献以及

是否关注社区发展这些较为微观的方面的情形。依据上述关于社区意识的内容限定，通过实地考察，系统

呈现社区意识在中国基层城市社区的真实存在样态，进而分析这一样态背后的社会成因，由此透视居民的

“内心世界”。以社区治理的理论属性和运行机制为前提，将社区意识与社区治理结合起来，探索其在社区

治理中的意义或者潜在价值，就使得对于社区意识的研究具有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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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如果将 2000年作为全国性的社区建设的起点，那么至今这种大范围的社区建设实践已经正式进行了

14年。①应该肯定的是，这 14年的社区建设实践见证了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发展变化和巨大进步，但与此

同时也“沉淀”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出现了阻碍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②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努力以及社会持续转型的大背景下，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开始由政府这一单一主体向

多元主体发展，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居民逐渐成为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发展

事务的主要力量。而除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之外，社区管理过程中“行政整合过度与社区自治能力不足”③

的现实困境以及社区基层民主的发育，再加上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与推动，就使得“社区治理”开始作

为治理理论应用的另一个领域受到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专业学者的关注。可以说，至少在学术研究

的层面，目前对于城市社区的研究已经完成了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的话语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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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社区治理的理论规定还是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都要求社区党政职能部门、各种类型的社区组

织、志愿者队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关心社区治理“事务”并成为社区这一“共同体”的“成员”。而要将这些

社区成员凝聚在一起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共有、共享的社区意识，尤其是作为社区“主人”的社区居民

的社区意识的存在和发育，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和异常重要的条件。遗憾的是，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目前国内对于社区意识的研究要么因注重居民个体的微观特征而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概括，要么只是在引

介国外经典研究的基础上“泛泛而谈”，尤其是没有很好地将社区意识的研究与当下的社区治理结合起来，

尚无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或者“价值”的探讨。所以，笔者设想的是，如果择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

社区并通过实地考察，探究社区意识在基层社区中的真实存在样态并分析其背后的成因，进而将社区意识

与社区治理结合起来，探索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则不仅能够拓展社区意识的研究范畴，而

且对于突破社区建设的现存困境以及促进社区的发展转型，也是大有益处的。

因之，笔者选择了天津市H和Y社区为考察地点，抽取两社区辖区内的 32位居民为调查对象，以参

与观察和结构式访谈为主要方法，获得了较为翔实的资料，根据既有研究和对调查资料的分析，本文的

研究目的如下：首先，通过对社区意识的文献梳理建构其构成维度或者“结构”，以便为实地考察和资料

分析提供理论框架；其次，依据调查资料，系统呈现社区意识在基层社区的真实存在样态并分析这一样

态背后的社会成因；第三，将社区意识与社区治理结合起来，探析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和

时代“价值”。

二、社区意识的文献梳理和内容限定

古斯菲尔德（J. R. Gusfield）早在 1975年就区分了“社区”（community）的两种主要用法，第一种是社

区的区位和地理意义（territorial and geographical community），比如街坊、城镇和城市；另一种指涉人际

关系和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联结（relational community）。这也就是说，社区不仅是具有地理意义和实体意

义的空间结构，也指称人际互动中的情感联系。实际上，当滕尼斯在 19世纪末提出社区或曰“共同体”

的概念时，是与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等观念组织起来的“冷冰冰”的机械合成体“社会”(society)相对的，

他认为社区成员应该具有相对统一的价值取向，保持着精神上的结合。④而研究社区意识的学者大抵

都承认，麦克米兰（D. W. McMillan）和查韦斯（D. M. Chavis）是研究社区意识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麦氏

第一次给出了社区意识的经典定义，更是因为他较为系统地区分了社区意识的要素及其亚要素。1986
年，麦克米兰提出了社区意识的定义：社区意识是社区成员对于所属社区的归属感，是社区成员对于所

属社区及社区内其他成员重要关系的感知，是相信通过集体的奉献，社区需求都会得以满足和实现的

共有信念。⑤

从社区意识研究的侧重点分析，无论是国内的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一直热衷于讨论以下的问题，即

社区意识的具体内容有哪些？社区意识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什么变量有助于增进个体居民的社区意识

等。在麦克米兰这里，社区意识包含四个要素，分别是成员资质（membership）、影响力（influence）、需求的

整合与满足（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以及共享的情感联结（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⑥而在

这四个主因素之下还有各自的亚因素。实际上，这一观点成为之后的学者在研究社区意识时经常参考的

“蓝本”。在实证研究方面，则主要是通过定量方法分析特定社区的社区意识情形。美国学者早在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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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设计出了包含 40个条目的社区意识量表（Sense of Community Scale，简称 SCS）并以此来探究社区和邻

里层面的交际行为和交际态度；⑦同样是来自美国学者 1981年的问卷调查表明，影响社区意识的最大负荷

因子分别是预期的居住年限、社区满意度和通过姓名就可以确认身份的邻居数量。⑧而为了证明社区意识

在社区生活中的作用，有学者在 197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社区意识是个体居民奉献社区和增加社区满意

度的“整体贡献者”，这项研究同时发现，那些具有较强的社区奉献精神和较高的社区满意度的居民将自己

所在的社区看作是区别于其他社区的“特别存在”，比那些缺乏奉献精神和“满腹牢骚者”表现出对社区的

更高程度的忠诚。⑨学者隆（D. Adam Long）和铂金斯（Douglas D. Perkins）认为社区意识有着包含地区和

社会因素的多元结构，是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地区依恋（place at⁃
tachment）和社区满意（community satisfaction）等因素高度相关的“合体”。⑩其实，美国学界在早期关于社

区意识的研究中惯常地将其视为“社区情感”，而之后学者们对于社区归属、社区认同、社区心理意识等的

表述，在其内涵上其实都可以统合于社区意识的范畴。

国内对于社区意识的研究并不多见，远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和成熟的理论，但学者们依据不同的侧

重和旨趣也有了一些探索。高鉴国认为，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和社区满意构成社区意识的主要

形态。而在社区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陈校归纳了四种理论取向，即个体居民的人口学特征、社区的

地理和人文环境、个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征以及整个社会背景，将影响居民的社区意识。桑志芹、夏少

昂 2012年通过电话访问对南京市民的调查显示，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其

社区意识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社区满意度和社区中的人际互动才是影响社区意识的主要因素。也有学者

将社区意识看做社会公共意识，刘厚金就认为社区意识就是现代狭义公共意识的一种类型，是指社会群体

及个人对“社区”这一与人们生活关系日益密切的“事物”在心理上的自觉感受与认同，这包括居民对社区

概念的理解、对社区发展与自身生活关系的认同及其对社区参与和分享的理解等。

真实而有效地调查社区意识的现实样态，其前提是对社区意识的“结构”和内容有一个准确和全面的

把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确应该从哪些方面和维度上考察社区意识，而这就又不得不涉及社区意识

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笔者在参考既有研究成果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并提出了社区意识的“五维一

体”的架构，从而在内容上限定了其范围和边界。

首先，社区意识是社区成员对所属社区的一种情感认同。20世纪 30年代，在社区意识的研究尚处于

初期之时，学者们往往简单地将其视为“社区情感”。例如美国社区社会学的奠基人罗伯特（Maciver M.
Robert）就曾将社区意识视为社区情感，并且界定了这种社区情感的三种成分。在笔者看来，社区意识的

情感认同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居民因为长期居住在某个特定社区而产生的心理依赖和情感联结，

二是对所属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规范的主观认可。实际上，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类似于某种团体中的

成员意识，这也与麦克米兰关于社区意识四要素之一的成员资质（membership）的意涵较为契合。按照麦

氏的论述，成员资质具有以下的属性，即界域（boundaries）、安全感（emotional safety）、归属感和身份感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个人投资（personal investment）以及共有的符号系统（common sym⁃
bol system）。可以看出，这种论述与笔者的观点是较为一致的。

其次，社区意识与社区参与关系紧密，二者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许

多“亲社会”行为都是通过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而产生的，而社区作为居民居住和生活的地域共同体，社

区成员与社区成员、社区成员与社区组织的良好互动定然能够强化其作为社区整体中一员的意识。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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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度来说，社区参与是形塑社区意识的重要途径。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居民个体的社区参与类型主要包

括：社区成员之间纯粹的互帮互助和情感交流、参加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安排的活动、参加诸如选举和投

票等权责性的行动以及为了集体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维权行动等。其实，社区参与的真正意义在

于，通过这些“行动”不仅能够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亲密性，而且这种参与的过程实际上是为个体居民“赋

权”和“赋能”的过程，能够促使居民在行动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和“存在感”。

第三，社区满意度是影响社区成员社区意识强弱的重要因素。可以预见的是，一个对社区环境、社区

治安和社区服务较为满意的居民肯定比在这些方面不满意的居民拥有更强的社区意识，因为这种满意感

可以激发其对于所属社区的强烈归属和依恋。正如单菁菁所说的那样：“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是决定社区存

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而社区满意度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首要任

务是努力提高居民的社区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人们在社区生活中的满足感，并以此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

其实，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除了社区的硬件设施和居住环境以外，还应该包含社区的人文环境、文化“经

营”、人际信任和温情关怀等“软件”的建设，这在现代化冲击导致的人际关系疏离的当下，显得更为紧迫和

重要。但遗憾的是，当下的社区建设却只顾重视硬件的投资，却忽视对于社区精神和意识的关怀。实际

上，社区环境、邻里关系以及社区服务等因素都会影响居民对社区的满意程度，进而影响他们是否愿意在

所属社区长期居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直接来自于他们从社区日常生活中所感

受到的满足感，而如果居民对社区感到满意，那么其自然会对社区具有更强的依恋和归属，也更容易参与

社区的活动和具体事务。

第四，信任与奉献精神是社区意识的应有之义。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而言，信任是人际关系网络中最

重要的资本，也是决定这一关系网络是否能够牢固和持久的关键因素。社区成员长期居住在特定的地

域空间里，不管是因为存在共有的利益抑或只是因为长期居住而产生的“熟悉感”，至少从地域范围这

一角度来看，这种信任的达成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张友琴之所以认为社区是形成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

的理想地域范围，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在社区里“通过互动而相识的社区成员容易产生信任感，而

这种信任又是社会网络得以存在与维持的基础”。其实，虽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更加理性并以“利益导向”为特征，但是在社区里，居民之间因为共同的居住空间、拥有共同利益以及

彼此之间不存在实际的竞争关系而更容易信任彼此。就居民之间的奉献精神而言，首先是来自于人际

交往中的诸如“远亲不如近邻”的朴素意识，特别是在中国，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在传统社区里有

着牢固的文化“根基”，只是因社会变迁、现代商品房制度和职业分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这种朴素

意识逐渐淡漠了。欣慰的是，社区奉献在当今得以以一种西方话语体系里的“志愿主义”和有能力个体

自发的“社会回馈”而绵延。

第五，一个具有较强社区意识的居民，理应是对其所属社区的社区发展事务的关注者和“追随者”。理

论上讲，关心社区发展的居民不仅有可能对社区事务有更高的参与热情，而且更有可能为了社区的持续发

展“投资”其时间、精力和其它资源。另外，经常关注社区发展的居民更会因为这种“牵挂”表现出对于社区

的更多的归属和依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是否关心社区发展”作为测量个体社区意识的一个维度也

是恰切的。实际上，有学者曾对部分居民对于社区事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和相应的冷漠表示了

担忧，正如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居住空间逐渐变得更加紧密，然而彼此之间却逐渐失去了交流，以至于

合作与互助降低、人际关系淡漠、社会冲突增加，虽然现代社区中彼此之间的居住空间的距离拉近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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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社区意识及居民对社区共同事务的关心程度却变得越来越淡漠了。”

通过以上的文献梳理和探讨归纳，笔者对社区意识的“结构”和维度做出了内容限定，具体而言，社区

意识包括社区情感认同、社区参与程度、社区满意度、信任与奉献精神以及是否关注社区发展这五个方面

的内容，这就构成了社区意识的“五维一体”的“结构”(如图 1)。

社区情感认同 社区参与程度 社区满意度 信任与奉献精神 社区发展态度

社区意识

图 1 社区意识的“五维一体”结构

三、社区意识的现实样态和社会成因

社区意识“五维一体”的这种内容限定为实地考察和资料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笔者在两个社区的考

察就是以上述这一限定的“结构”为指导而展开的，相应地，我们对于社区意识的现实样态及其背后的社会

成因的分析也是依循这种结构的顺序而展开。

（一）社区意识的现实样态及其主要特征

第一，受亲缘、地缘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居民的社区情感认同较强。个体居民对长期生活和

居住的社区在情感上的依赖和文化上的认同是社区意识的首要维度。其重要性就在于，一个人对社区的

自发的情感认同必然会影响其社区参与和社区满意度，也会决定其是否信任社区以及关心社区的发展。

笔者在考察中发现，虽然不同的居民对于社区情感认同有不同的理解，社区情感认同也会因为个体的人口

学特征差异而有所区别，但从总体上来看表现出下述特征：1. 社区情感认同与居住时间成正比。一般地，

居民在特定社区里居住的时间越长，越倾向于有较强的社区情感认同。2. 社区情感认同在年龄这一变量

上有所差异。年龄较大的居民比年龄较小的居民有更强的社区情感认同。3. 职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分离

会降低个体对于所属社区的情感认同。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和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群体来说更是如此。

4. 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仍然是决定个体居民情感认同的最重要因素。笔者的考察发现，大多数被访者对

于社区的情感只是因为长期居住和亲缘关系，有时候无关社区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5. 以“家”的意识

为主要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会影响个体的社区情感认同。这导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代传承和中国人

特有的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视。

第二，居民整体的社区参与程度较低，但社区参与意愿强烈。社区参与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社区的

人际关系，而且对于增强社区满意度和提高社区信任也大有裨益。调查发现，虽然大多数居民社区参

与的现状与理想的情形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居民都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参与

意愿。1. 从人口特征上看，社区参与对象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2. 从参与的内容上分析，主要以娱乐

社区意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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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休闲性活动为主。天津市H社区为了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举办过许多社区文化娱乐活动，在过去的

三年里，先后举办过合唱团、面塑班、计算机培训班，还成立了社区老年大学，但是从这些活动的参与对

象来看，基本上都是中老年居民为主，内容也基本以娱乐休闲为主。3. 从社区参与的方式来看，主要以

被动执行式参与为主，缺乏自发、自为的社区参与。但欣慰的是，随着社区的转型和发展，这种情况正

在发生转变，不少社区居民的参与情况较之于以前，已然更加的自发自为。4. 社区参与意愿较强。实

际上，这点超出了笔者的预期，考察发现，大多数居民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社区参与意愿，并且希望社

区的活动可以更加的丰富多彩以及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5. 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维权式参

与明显增多。这主要是因为居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对于社区公共利益的关心。调查中发现，虽然社区

居民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比较低，渠道也较为单一，但是当具体“事项”涉及社区整体利益的时候，往往

以集体维权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

第三，社区满意度总体较低，但因社区的“异质性”差异明显。我们在衡量居民对于社区的满意度

时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社区“硬件”的建设，二是社区“软件”的提供。硬件的内容包括社区内

生活设施的便利程度、社区环境质量、物业服务质量等，而软件的内容则涉及居民人际关系、社区服务

和社区活动的开展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社区人文关怀等。综合地看：1. 虽然会因社区特征的不同和个

体居民的阶层分异有所差别，但居民对社区的基础设施和治安状况总体比较满意。2. 在居民对于社区

环境质量期待不断提高的当下，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是影响社区满意度的关键因素。显然，在物业服

务较好的社区，居民倾向于有较高的社区满意度。与H社区不同的是，Y社区的基础设施和住房条件

都较好，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也较高，所以 Y 社区的居民比 H 社区有更高的满意度。3. 居民对社区

内个体间的人际关系表示满意。总体上看，居民间的人际关系和睦而和谐。4. 居民对居委会的工作

整体表示满意。实际上，与其说居民对居委会的工作评价较高，不如说对其“表示理解”，而这主要是相

对于居委会的“尴尬”处境而言的。5. 居委会便民、利民“业务”的拓展和“温情服务”的工作作风会明显

提高居民的社区满意度。Y社区居委会在过去一年内转变工作作风，提供了以前没有开展过的大量便

民服务，居民均表示欢迎和满意。

第四，与社区满意度一样，信任与奉献精神因社区特征的不同会有所差异，但好于预期。笔者预期的

是，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居民理性意识的增强，居民之间的信任和奉献精神定会有所欠缺，但具体考

察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和奉献情况时，呈现出以下的特征：1. 老旧小区的居民比商品房小区的居民表现出

更强的信任。比较而言，商品房小区居民的人际关系较为冷漠，但也并没有表现出对彼此的明显不信任。

2. 居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完全寄予居委会与社区职能部门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当这个社区属于传统老旧小

区和社区居民处于较低社会阶层之时。3. 居民整体的奉献意识较强。调查显示，大多数居民可以在自己

力所能及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帮助社区里有困难的居民，愿意为了社区的公共利益配合和帮助居委会开

展工作。4. 社区居民有着较为强烈的“志愿者”意识和精神。调查中大部分被访者都愿意无偿为社区的安

定、和谐和幸福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H社区就有一支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为社区治安以及

环境维护奉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第五，大多数居民会积极、主动地关心社区发展，并期待政府对于社区工作的强力支持。理论上讲，随

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以及对社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逐渐重视，社区的发展理应会受到越来越多

的居民的关心，一个时时关心和事事关心社区发展的居民，应比那些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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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着更高的社区意识。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开展社区建设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社区发展和改善居

民生活。我们的考察发现，大部分居民都比较关心社区的发展和未来，并且表示会主动关心国家对于社区

建设的相关政策以及自己所在社区的发展规划。而在谈到个体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时,很多居民表

示其自身对于社区发展“力不从心”，期待国家对于社区工作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和实际支持。

通过以上五个维度的考察，我们可以对社区意识做出综合“评价”，以反映其在基层社区里的真实存在

样态。概括起来讲，居民的社区意识总体较强，好于预期，有较大的拓展或者提升空间。大多数居民因地

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社区情感认同，但由于社区参与情况的不理想，影响并阻碍了社区

意识的培植和发育，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居民都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社区参与意愿；就社区满意度来说，大

多数受访者的态度倾向于“一般”，而这里的原因是居民对于政府职能部门和物业公司的工作评价满意度

较低；居民的信任和奉献情况因社区“异质性”有所差异，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居民比居住在传统小区或老

旧小区的居民对彼此的信任程度低，但并没有表示出明显的不信任；而随着居民志愿意识的增强，居民的

奉献意识也随之增强；因社区发展关系到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多数受访者表示会不同程度地

关注所在社区的发展，并期待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更多支持。

（二）社区意识现状的社会成因

为什么社区意识的现实样态是“如此这般”，这一样态和理想的社区意识状态有一定“距离”的原因是

什么，这正是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依据考察的情况，笔者将其原因归纳为“三大点六小点”，分别是：

体制依赖，信任不足；参与被动，渠道不畅；社会变迁，时空分隔。以下将分而述之。

体制依赖，信任不足。虽然城市的基层管理体制早已由原来的“单位制”过渡到了“街居制”和“社区

制”，但是对于一部分居民，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单位制历史时期的较为年长的居民而言，原先过于依赖单位

制的心理惯性并没有随着这种管理体制的转化而得到根本性扭转，仍然习惯于遵从“上级“或主管部门的

“指令”。在调查中，很多被访者表达了诸如“上面要求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类似这样的观点。另外，我

国政府主导实施的社区建设这一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从一开始便强调社区服务，无论是政府文件的规

定还是各地的社区建设实践，都将社区服务当做社区工作的关键和“龙头”来抓，没有为居民提供施展其主

动性决策能力的空间。当然，政府强调社区服务本无可厚非，关键是在这一过程中，居民始终不是社区的

主人，而是社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

信任作为人际交往的关键变量和构建社区网络的重要资本，对于形成共有、共享的社区意识来说，显

得极为重要。在笔者的考察中，无论是对于邻里关系、人际交往还是对于政府职能部门，被访者均“若隐若

现”地表达了如下的“意思”，即既不是不信任，也不是完全信任。而当一些具体的事件牵涉到居民自身利

益时，一般都表达了较强的不信任，简单地说，就是信任不足。实际上，信任对于社区治理的意义也是不言

自明的。如果社区居民能够形成互动、互信、互助的机制，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障碍就应该可以克

服，为以“共管共治、民主治理”为核心的治理创新制度找到了新的需求，社会信任的存在也将有效地促进

居民之间的交流并达成较为公正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增强信任就显得紧迫而重要。

参与被动，渠道不畅。阻碍社区意识形成和发育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居民的社区参与方式以被动参与

为主，尚缺少主动、自发、自为和自由的参与，且参与渠道不畅。其实，无论是社区治理的理念要求，还是国

家关于社区建设的文件规定，均支持社区各个主体以多种方式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但我们的考察

发现，虽然大多数人都有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甚至社区政治的意愿，但是参与渠道不畅和参与形式单

社区意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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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却是不争的事实。于显洋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社区参与情况后发现，从社区参与意识的角度来看，中产阶

级群体很想参与社区活动，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而已，而面对这样的状况，他认为：“意识和渠道是被

创造出来的，意识需要启蒙，渠道需要被创造。”这似乎给出了当下社区参与困境的解决之道，即培植社区

意识，拓宽参与渠道。社区里应该多一些听证会、讨论会和喜闻乐见的活动，而不是让居民一直参加提前

安排好的活动，因为可以肯定的是，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将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影

响社区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

社会变迁，时空分隔。现代化不仅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更引致了人际关系的淡漠，因社会结构的

变迁导致的人际关系疏离被认为是社区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实际上，现代化之所以被很多学者称为“冷

冰冰的现代化”，原因就在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科技的进步以及人际交流方式的“间接化”，人们的生活节

奏加快，人际关系大多体现为一种纯属合作和利益的交互，传统社会交往中蕴含的“关怀”和“温情”被理

性、计算和利益代替。那么这种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城市社区呢？理论上讲，

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理性增强和人际关系的疏离既然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社区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

主要发生“场所”的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定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相对于传统社区里居民在职业、

生活方式、所受教育以及收入方面的同质性，现代社区的居民群体变得更加“异质”和“多元”，而这也往往

导致利益取向的分化，大多数时候因为“众口难调”而难以形成一种共有、共享的社区意识。上述情形在我

们的考察中也得到了印证。

其次是时空分隔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社会和单位制时期居民在工作与生活中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现代社会中工作或者职业地点已经与生活和居住地点发生了“时空分离”，这是影响居民形成社区意识的

重要因素。考察发现，从时间上来看，大部分居民白天都会去自己的工作地点上班，并没有时间与社区里

的居民进行交流和互动，因而就会出现有很多人在本社区住了很长时间并不认识邻居的现象，所以有学者

提出现在的社区实际上是一个“脱域共同体”。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社区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

使得社区成员之间的直接互动较多，互动频率也较高，因而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也较强。但随

着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居住方式的变化，导致社区的封闭性减弱而开放性增强，这

就使得居民间的直接交往和以社区为纽带的交往减少，间接交往和不以社区为纽带的交往增多，结果是社

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外移”了，而这无疑会影响社区意识的形成和发育。

四、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

除了研究社区意识“本身”之外，本文的另一个旨趣是考察社区意识在当下的社区治理中有什么“效

用”。换句话说，就是研究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和时代“价值”。以下将简要回顾从社区建设

到社区治理“转换”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归纳社区治理的条件基础和内在机理，进而探索社区意识在社区

治理中的意义。这里的逻辑是，如果社区意识的培植和发展有助于形成社区治理的基础条件，有助于社区

治理运行机制的完整，有助于社区治理的良好格局的形成，则就可以认为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是有潜在

和正面意义的。

（一）社区治理的条件与机制

2000年发布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是国家对于社区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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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的发布同时催生了学界对于社区建设研究的热潮，已有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其实质、过程、特点和目

标的论述。从具体实践来看，各地均不同程度地从当地社区的实际出发展开了探索和实践，有的旨在加

强基层社区的行政性资源整合，有的“改组”原来的社区组织以发扬民主，也有的着力培育社区自组织能

力。必须肯定的是，这些年的社区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包括社区服务设施的完善、社区组织建设的完

备、基层社区适当的民主弘扬以及有效地维持了政治稳定等。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如本文引言中述及的大

量问题。实际上，正是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的“渴望”和“热情”使得“社区治理”的研究进入了学者们

的视野。

简单地说，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的话语转换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各地社区建设实践的“效果”

与社区发展的理论目标存在严重“偏差”，学界亟待寻找一种能够突破现存社区建设困境的理论解释，而社

区治理理论恰好在其理论内在性上拥有这种可能。第二，治理理论是当下风靡全球的时兴话语，倒不是因

其“流行”而盲目“崇拜”，只是因为治理理论的内在品质决定了其在社区发展的问题上依然可以像在其他

领域（教育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全球治理等）一样，拥有其有效解释力。第三，如果说学术界对于社

区治理理论的阐释和“青睐”早已完成的话，国家政治话语实际上也已经完成了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

规定，还是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并健全村务公开、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

的表述，都显见国家在社会管理和社区管理的问题上从“管理”到“治理”的转换。而作为城市微观基础的

社区，这种转换就成为一种必然。

从国家的角度分析，多年的社区建设进程表明在城市社区，国家是希望社会组织和普通居民与基层政

府合作共同开展社区治理的。但是，国家在鼓励和利用多元主体的力量参与这项“社会工程”的同时，其本

身却陷入了一种“不自信”，在其中的一个重要考量便是这些力量的介入是否会影响基层的权力建设和社

会稳定。而从各参与主体的角度看，这些不同性质的“成员”由于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已经陷入了某种分化

的状态。其实，社区治理需要的是调和不同的成员利益并建立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尤其是社区居民的整

体利益诉求。毕竟，“真正将社区力量由街居行政体系推广到包括政府派驻机构、社区经济单位、各种群众

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社区居民在内的全体社区成员，将社区资源由街居行政权威推广到社区空间中的所

有人、财、物资源，并依靠和利用起来，是开创社区建设新局面的最终出路”。

笔者认为，社区治理良好格局的形成至少有赖于三个条件的满足，即社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社区

组织类型的完整性、社区参与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和互动的妥协性以及社区多元主体追求目标的一

致性，概而论之，就是主体多元、平等妥协和目标一致（如图 2所示）。从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组织完整

性角度而言，就是要突出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在这里，社区管理和社区发展的事务不再只是政府，确

切地说，是区级政府、街道办和居委会的事情，而是包括政府、社区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等主体共

同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各种反映多元利益和社会价值的营利性组织、公益性组织以及社

区群众联谊性的草根组织和志愿类组织与政府、市场、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的多元合作与互动，既是社区

治理获得居民的认同、信任与参与支持的依据，也是社区发育、社会资本的创造和公民精神的价值内

涵，是构建中国式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实际上，“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是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一原则要求充分调动社区内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组织等一切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最大限度

地实现社区资源的整合。

社区意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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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一致

运行机制

主体多元

平等妥协

图 2 社区治理的条件与机制

社区治理要求重新调整现行社区建设中各个主体间的权力格局，由原来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各主体

间通过协商和合作的“共治”过渡。具体来说，“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主要通过合作、协

商、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所以

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这一合作治理要求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

各种组织的优势，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因此，参与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和互

动的妥协性就成为保证各参与主体是否能够和是否有能力参与“共治”的客观要求。另外，共同的目标

和公共利益的集聚是各个主体之间合作的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说，各参与主体协商、合作的过程就是一

个凝聚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的过程，而社区治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解决社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实现各个

主体所在社区的利益最大化。可以说，主体多元、平等妥协和目标一致是社区治理最为重要的三个条

件，其中，主体多元是平等妥协的基础，平等妥协是目标一致的前提，形成基于公共利益的一致目标是

社区治理的依归，三者共同作用和“成功”互动则会“助力”社区治理的理想格局的形成，这即是社区治

理的运行机制。

（二）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

如上所述，如果社区意识的培植和发展有助于形成社区治理的基础条件，有助于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

完整，有助于社区治理的良好格局的形成，则就可以认为其在社区治理中是有潜在和正面意义的。那么社

区意识是否有助于形成这样的条件和机制呢？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是什么？统合以上的理论归纳

和考察资料，我们发现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至少表现在下述的三个大的方面。

改善社区关系，调和主体利益。首先，社区意识作为社区居民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情感认同，能

够有效地改善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从而使社区的人际交往与互动更加和谐。社会学家伯赛尔（C. H. Per⁃
sell）认为：“社区是用来描述一个小的传统社会的概念，在那里人们彼此之间具有面对面的个人关系，他们

重视这种关系本身并且把它当作目的。”笔者的调查也发现，虽然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导致了人际关系

的淡漠和疏离，但是在谈到社区意识对于改善社区人际关系的意义时，大部分居民还是给予了比较肯定的

认识，即社区意识能够改善社区人际关系并提高主观幸福感。

其次，共有、共享的社区意识能够改善社区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以与社区居民关系最为密

切的居委会为例，虽然居委会过于行政化的弊病招致了居民的不满和众多学者的诟病，然而笔者的考

察却发现，大多数居民对居委会的工作表示理解并基本满意。其实，居民与居委会关系的改善还是有

赖于居民社区意识的增强和居委会服务意识的提高以及服务方式的转变。如果居委会能在履行好相关

职能的同时，积极开展社区服务并及时响应社区居民的需求，则能够得到居民更多的支持，而就居民来

说，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事务的商议和决策，与居委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可以显著改善二者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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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区意识可以调和社区内不同主体的利益“纠葛”，使各个主体为了社区的共同利益而追求一致

的目标。当今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统筹兼顾多元利益考验着

政府和社会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相应地，在城市基层社区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各个参与社区治理的

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化现象非常明显。王星将参与主体分为权责型参与者和生计型参与者，权责型参与者

主要是指居委会、街道办和区级政府职能部门，而生计型参与者包括社区居民、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

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权责型参与者处于强势地位，可以在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自由切换，而生计型

参与者则处于弱势地位，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使“社区自治”陷入需要权责型参与者重新介入才能达成的尴

尬境地。我们的考察发现，权责型参与者因其内部层次分明的隶属关系和权力分配，并不存在明显的利

益和矛盾纠葛，真正的利益纠葛存在于权责型参与者与生计型参与者之间以及生计型参与者与生计型参

与者之间，而其中比较典型的就属社区职能部门与居委会之间的利益分化、居民与物业公司的利益分化。

实际上，在面对这些利益纠葛时如果真的能如社区治理理念倡导的那样，不同主体为了社区问题的解决和

社区发展共同“出谋划策”，共同利益的凝聚和目标一致性的追求自然而然就实现了，关键是我们的社区工

作还远没有走出这一步。

拓展社区组织，形成治理合力。国家—社会关系调整的明显特征就是社会中出现大量的不同性质和

功能的社团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如何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分限，加强中介团体的作用，克服民间社

会自组织不到位及其功能欠缺问题，关系着社会建设的成效”。事实上，在现在的社区实质上是一个“脱

域共同体”的现实面前，社区社会组织的拓展对于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维护居民的

整体利益、培养居民的自主意识以及解决社区的具体问题方面意义重大。刘少杰就主张把社团建设作为

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社团建设，以便把各种脱域的社会群体或社会

活动引入社区的场域之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以及中国社会的特殊构型，目前社区社会组织

的发育是较为孱弱的，这也是李友梅建议“发育一批社会性的自组织，并以某种制度的方式使其参与到城

市公共管理的过程，从而增强社区生活的自我实现能力”的真正原因。

我们调查发现，除了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三驾马车”之外，大致可以把现有的社区组

织分为三类，即娱乐性组织、奉献性组织和职能性组织，而这些组织从拓展形成到具体活动的开展都可以

看到社区意识对其的影响。娱乐性组织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居民之间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的需要，也是目

前大多数闲暇时间比较充裕的较为年长的居民主要的社区参与形式。与此同时，娱乐性组织也会进一步

增强社区居民的情感认同和满意度。就社区奉献性组织的形成原因，考察发现社区情感认同、信任和利他

精神是这类组织形成的主因。职能性组织如社区工作站、社区派出所、社区学院、养老院、绿化所等，主要

的功能就是为了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营利性组织进驻社区，开展相关的

社区服务工作，这主要由政府购买这些组织提供的服务产品这一方式而实现。

其实，功能各异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拓展只是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一个因素，居民对于社区的情感认

同、高质量的社区参与以及对社区发展的持续关注才是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关键，而这也需要社区意识的

培植和发育，社区意识可以为社区治理条件的满足和机制的运行提供精神动力。具体来说，社区意识的存

在和提高不仅有助于扩展社区社会组织的类别和功能，比如有助于形成娱乐性组织、奉献性组织和维权性

组织并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社区意识有助于社区组织在运行和“业务”开展的

过程中形成公共利益并完成不同主体间共同目标的聚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意识凸显了其有助于

社区意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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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社区治理条件和完善治理机制的“价值”。

增强社区资本，促进体制转型。社区资本的概念来源于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学分析社会现

象的一个重要概念工具，被用来研究诸如社会网络、人际交往、组织关系和社会融入等诸多问题。虽然目

前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的文献“卷帙浩繁”，但如果我们“提取”其中被许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部分”，则可以

发现以下的内容是常被提及的：一是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 二是特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那么如果

我们将这两种“关切”投射到关于社区资本的分析上，则更凸显了社区意识对于社区资本“拓殖”的价值。

一如前文的表述，社区意识有助于拓展社区组织和形成社区网络，而社区资本关于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

诉求恰与社区意识的内容高度契合。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社区意识的拓殖过程正

是社区资本的形成和建构过程。

有学者在对 28篇有关社区资本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后归纳出了社区资本的八个方面，分别是信任、

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区网络、社区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桂勇也认为

社区资本的测量应该包含以下内容，即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

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笔者的考察也发现，许多居民实际上有希望增加

社区信任、增强社区互动和拓宽社区参与渠道的意愿。其实，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

社区资本，尤其是居民之间的信任、互惠和情感归属，而以上的分析表明，社区意识的培植和发育无疑是可

以增强特定社区的社区资本的。

另外，社区意识也是促进社区管理体制转型的重要变量。如果我们将单位制到街居制的转变看做

社区管理体制的第一次转型，那么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的转换则可以看做社区管理体制的第二次转

型，而且这第二次转型，将会更加贴合社区管理的实际需要，也是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体制问

题是制约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最为根本的问题，所以各地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实践都设法寻求体制上

的突破，因为体制的转型不仅是对社区发展趋势的积极回应，而且能够理顺各参与主体的关系，最重要

的是，其是社区治理理想格局形成的最重要保障。学者燕继荣认为，一种好的组织制度应当满足两方

面的原则：首先应满足“理性人”的原则，即让成员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该制度成本最小且所获利益最大，

第二是满足“社会人”原则，即能够促成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使成员具有集体归属感和信任感。社

区作为居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场所，理想的社区管理体制也应该满足上述的要求，即不仅能够维护好、

实现好、保障好社区居民的利益，还有利于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社区组织之间以及居民与组织之间的信

任与合作。实际上，这也是社区治理的“使命”和应有之义，毋庸讳言，当下的社区建设现状与上述的理

想状态还存在相当的距离，而当我们剖析其中的症结，就会发现共有、共享的社区意识的缺乏其实是一

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五、小 结

笔者以研究社区意识为起点，通过对与此关联的既有文献的梳理，并在对所选社区进行参与观察和对

样本居民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勾勒了社区意识的现实样态和社会成因，分析了其在当下社区治理中的潜在

意义。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对社区意识的“结构”进行了内容限定，从而使得实证研究和

资料分析有了理论框架；第二，在对调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真实地呈现了社区意识的现状并分析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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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状的社会原因；第三，以社区治理的内在要求和机理为依据，探索性地分析了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

中的意义。

社区意识是能够将促进社区发展的一切努力粘合起来的“胶水”。而在这诸多的努力“事项”当中，谋

求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型和创新应该是最为关键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社区管理体制不仅决定着社区

发展的未来走向，而且也关乎社区治理理想格局的实现。在追求理想的社区治理实现的进程中，社区意识

的拓殖和凝聚是一个异常重要的着力点，也正是在这个逻辑下，社区意识对于社区治理而言，被赋予了新

的时代内涵。另外，当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均已完成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的转换时，如何实现实践意义

上的转化，才是更具现实意义的课题，相信这种共有、共享的社区意识也可以为社区建设过渡到社区治理

的实践过程提供一定的精神动力。故而，对于社区意识及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的研究还可以更

加地深化和细化。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宣朝庆教授、刘集林副教授的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20世纪 90年代以后，民政部在开展社区服务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区发展的基本理念并结合我国社区服务的现状，提出了社

区建设的思路。1996年，上海市召开“城区工作会议”并下发《关于加强街道、居委会建设和社区管理的政策意见》，建立“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的体制并引起全国的效仿，1999年，民政部建立了 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开始先行先试和积累经验，2000年 12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标志着全国性社区建设的展开。此后，各地在这一

文件的指导之下，进行社区建设实践并形成了不同的建设模式。

②目前的社区建设已经由原先的“生动鲜活”走向“路径依赖”，甚至可以说，已经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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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of Commun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mmunity H and Community Y in Tianjin, China

WANG Chuhui ZHU Yanlong

Abstrac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affect every aspect of China，es⁃
pecially for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in urban areas. That has given rise to a growing number of social or⁃
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hich is a nationwide social planning
conducted in 1990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lso provides the main basis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ommu⁃
nity construction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most schola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wer logic behind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r macro level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is social
planning, while ignoring the microscopic aspects, such as the interests, action logic and "subjective feel⁃
ing" of the participants. In view of that, this paper insists the ideal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ty con⁃
struction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care from macro discussion to microscopic concerning", research⁃
ing sense of community, which is a relatively mature field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discusses the real
state of that in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in urban area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behind that by the way of
field survey. On this basis, we then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is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future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sense of community; mechanism; signifi⁃
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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